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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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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情感事件理论（AET），构建了一个领导感激表达影响员工繁荣的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

基于 322 名员工样本数据，使用 Mplus 8. 4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领导感激表达正向影响员工繁

荣；关系能量/关系冲突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权力距离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关系能

量/关系冲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权力距离程度高时，领导感激表达对关系能量/关系冲突的影响更加明

显 . 这不仅丰富了领导感激表达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促进员工繁荣和组织良性发展提供了有益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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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a moderated dual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leader gratitude expression on the thriving of employees.  
By using a sample of 322 employe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using Mplus 8. 4 shows 
that leader gratitude express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hriving of employees； relationship 
energy/relationship conflic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leader gratitude expression on 
the thriving of employees； power distanc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leader 
gratitude expression on relationship energy/relationship conflict.  When the degree of power 
distance is high， the impact of leader gratitude expression on relationship energy/relationship 
conflict is more pronounced.  This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leadership gratitude 
expression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thriving of employees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leader gratitude expression； thriving of employee； relationship energ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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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倡

导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众所周知，工作和家庭是人们最

重要的两个活动领域 .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正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重视工作与生活的

平衡，追求工作与家庭的共同繁荣 . 这不仅是人

们的美好愿景，也是组织实现有效人力资源管理

的关键之所在［1］. 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员工

繁荣融合了工作繁荣与家庭繁荣，使个体在工作

场所和家庭中均能感受到充沛的活力并持续学

习成长［2］. 这两大活动领域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共

同塑造着一个人的整体幸福感 . 基于此，如何实

现员工繁荣不仅是员工普遍关心的核心议题，亦

是当前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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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相关文献发现，自员工繁荣被提出以

来，国内外聚焦于领导行为对员工繁荣影响的研

究相对较少［3］. 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感激表

达能够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同时增加

自我价值感、改善人际关系［4］. 在当今快节奏、高

压力的工作环境中，员工需要感受到来自领导者

的肯定和鼓励，才能激发出更高的工作热情和动

力 . 近年来，感激表达已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焦

点议题［5］，但领导对下属的感激表达则较少受到

关注［6］. 由于员工与领导之间存在地位差异，当领

导向员工表达感激时，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员工会积极地回应这份善

意 . 他们会通过降低消极情绪展现更加积极的工

作态度［7］；增强对组织的情感承诺以表达对领导

感激的认同［8］；提高工作投入以更加努力和专注

的状态回报领导的感激［9］. 此外，积极心理学领域

学者指出，从领导行为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10］. 因此，本研究重点

聚焦于领导感激表达的积极影响效应，深入探究

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影响机制，以更好地

服务于组织和员工的发展 .

在一个组织中，维护团队成员间正面的情感

互动是驱动团队协作深化、提升整体绩效的关键

因素 . 相反，消极情感则可能引发团队内部的不

和谐状态，甚至会导致团队破裂 .Baker 等［11］的研

究表明，个体的能量水平越高，其工作表现则越

佳 . 关系能量是能量在人际互动层面的体现，反

映了个体在互动中从对方那里汲取到的充满活

力和积极性的心理资源［12］. 这种在社会交往中产

生的情感能量能够提高员工的行动能力和积极

性，从而使其更好地面对和挑战工作中的困难 .

团队成员是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职能经验、社

会身份的个体跨区域、跨领域组合而成的［13］，因

此，在组织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 关系冲突

隶属于情感单元的冲突类型，表示团队成员在人

际关系上的不融洽和不相容状态［14］，亦会引发负

面效应［15］. 情感不仅仅是个体心理状态的一种表

现，更是连接工作环境与个体行为的关键桥梁 .

情感事件理论指出，组织成员在工作中经历的情

感事件会影响其情感反应，从而产生情感驱动行

为［16］. 在工作情境中，领导有效的感激表达会给

员工带来积极的情感反应，减弱消极情感反应 .

基于此，为进一步探讨领导感激表达这一情感事

件是否会通过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而对组织和

自身产生相应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关系能量与关

系冲突作为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影响的中

介变量进行探讨 .

此外，情感事件理论指出，不同的员工在相

同的工作事件刺激下，所产生的情感反应是不尽

相同的 . 权力距离作为组织内部成员对不同地位

人员之间权力分配不均等现象的容忍和接受程

度，反映了组织成员对于层级结构和权力差异的

心理态度［17］. 在面对领导的感激表达时，具有高

权力距离的员工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反应；具有低

权力距离的员工则可能会把感激当作一件平常

的事情，不会引起太大的情感反应 . 因此，本研究

将权力距离作为调节变量，探究领导感激表达的

整体作用机制 .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究领

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影响，并验证关系能量、

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以及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1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由 Weiss 等［18］首次提出 . 该理论认为，稳定的工作

环境特征能导致正面或负面的工作事件，从而激

发相应的情感反应 . 随后，情感反应会通过两种

机制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一是直接作

用于员工的行为；二是通过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

来间接作用于员工的行为 . 这两种行为模式揭示

了情感反应在塑造员工行为中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 . 与此同时，不同的个体特征会产生不同的情

感反应 .

1. 2　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影响

感激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19］，在组织管理中具有显著作用 . 领导可以通

过实施感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组织中自上而

下地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20］. 有学

者指出，领导通过表达向下属传递的感激信息，

能够促进员工形成更加积极的自我认知［21］. 当领

导向下属表达感激、明确承认员工对其自身和组

织增益的贡献时，员工会对双方的关系产生积极

认知，同时对自身的情绪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使

他们能够在人际维度和任务维度上表现出更高

程度的活力 . 繁荣是个体同时体会到活力和学习

的心理状态［22］. 工作繁荣与家庭繁荣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员工繁荣［23］. 根据情感事件

理论，工作资源会通过动因性工作行为激发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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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繁荣，员工从领导处得到认可、奖励等积极

反馈会增强员工对情感资源和关系资源的感知，

增加员工的心理资源［22］. 当员工将这些心理资源

应用到家庭生活时，他们更有可能展现出“活力”

和“学习”的态度，在家庭中精力充沛，并能够不

断汲取新知与技能［23］，从而达到家庭和工作共同

繁荣的状态 . 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有正向影响 .

1. 3　关系能量/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

在组织中，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对个体资源具

有显著影响，它能激发个体的活力与能量，使其

不断成长［24］.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领导下

属关系的质量无疑会影响员工的个体资源 .Wang

等［25］的研究深入剖析了领导者谦逊特质在组织

行为学中的重要作用 .Algoe 等［26］指出，被感激者

在接受感激时会体验到积极的情感反馈 . 领导向

下属表达感激传递的积极信号，不仅是对下属工

作的认可，更是对其个人价值的肯定［27］，有助于

提升下属的关系能量和自尊水平 . 此外，领导感

激表达也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互动的桥梁，这样的

互动机制对团队凝聚力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28］，使员工在面对问题时能够采取更为包容

的态度，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 作

为发生在团队内的人际不相容问题，关系冲突主

要源于成员间的性格差异、规范及价值观的不一

致等，是群体成员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的分歧和

矛盾的体现［29］. 在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下，团队

成员会共同面对挑战以实现共同目标，此时，团

队的关系冲突会减少，团队成员间的关系也会变

得更加和谐与稳定 .

Spreitzer 等［22］认为，工作资源是促进工作繁

荣的关键因素之一 . 当个体资源匮乏时，个体便

难以有效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和压力，容易产生

疲惫的状态，进而削弱其追求工作繁荣的积极

性和动力 . 相反，当个体资源充足时，个体更容

易达到繁荣状态 . 作为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所产生的积极情感反应，关系能量会在一定程

度 上 对 员 工 的 行 动 效 能 和 积 极 性 产 生 促 进 作

用，使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以达到既定

目标［12］. 随着关系能量的提升，员工的心理资源

得以不断积累，进而在工作中表现出更高的活

力和学习动力，员工的工作繁荣水平得到提升；

依据溢出理论，员工在工作领域获得的关系能

量会溢出到家庭领域，因而其家庭中的能量也

会得到相应提高，家庭繁荣水平亦会随之提升 .

与之相对应，作为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产

生的消极情感反应，关系冲突会对员工的行动

效能和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 . 在处理关系冲突

时，员工不仅会消耗大量的精力，还会浪费宝贵

的时间，导致其工作上的资源被占用［30］，进而对

员工繁荣产生负向影响 .

综上不难看出，当领导感激表达程度较高

时，员工的关系能量水平会上升，关系冲突水平

会降低，此时员工能够更加专注于工作任务本

身，也会更有信心和动力去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和

思路，实现工作繁荣 . 与此同时，由于工作和家庭

间积极溢出效应的存在，员工在工作中产生的心

理资源在家庭中亦可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员

工工作与家庭的共同繁荣 . 由此，本研究提出如

下假设：

H2：关系能量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

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H3：关系冲突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

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1. 4　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权力距离是衡量组织内部成员对权力分配

不均现象心理接受度的量化指标［31］，影响员工对

公平性的认知及其行为取向［32］. 根据 AET，员工

对领导的态度与行为反应会因为权力距离的不

同而不同［33］. 对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来说，他们普

遍认同等级制度的存在，并视领导者为权力的核

心 . 因此，他们往往愿意无条件地遵从并维护领

导者的权威地位，将为领导与公司服务视为自己

的职责之所在［31］.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坦然

地接受并自然融入组织内部既定的权力层级结

构中，在面对领导感激表达时，更可能对领导产

生深厚的情感信任，因而获取更多的情感能量 .

在与领导和同事相处的过程中，也会感受到更高

程度的被认可和被尊重，降低潜在的冲突风险 .

相反，对低权力距离的员工来说，他们与领导之

间的权力差距较小，因而更倾向于以“平等参与”

的姿态与领导交流［34］. 当领导表达感激时，他们

更可能视之为基于特定情境的自然情感流露，而

非特别的优待 . 这种感激之情不会被过度放大，

亦不会引发显著的积极效果 . 由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H4a：权力距离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关系

能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

H4b：权力距离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关系

冲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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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被

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以期更全面地解析变量间

的复杂关系，即员工权力距离的高低会影响领导

感激表达的作用效果 . 具体而言，对权力距离较

高的员工来说，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增强员工的关

系能量、减少员工的关系冲突来提升员工繁荣水

平的程度较为显著；而对权力距离较低的员工来

说，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增强员工的关系能量、减

少员工的关系冲突来提升员工繁荣水平的程度

不甚明显 .

H5a：权力距离在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关系能

量对员工繁荣的间接效应中起调节作用 .

H5b：权力距离在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关系冲

突对员工繁荣的间接效应中起调节作用 .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 . 首先，在

见数（Credamo）平台上发布问卷，并根据研究目

的和样本要求，筛选符合条件的受访者 . 在筛选

过程中，考虑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

因素，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 为减少同

源误差，问卷调查采用两时点调查方式 . 在时点 1

（2023 年 11 月 3 日~2023 年 11 月 10 日）测量领导

感激表达、权力距离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共发放

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88 份，在剔除了填写时间

不足 100 s、选项具有明显规律的问卷后，共得到

有效问卷 377 份；一个月后，再次邀请该 377 份有

效样本填写问卷，测量其关系能量、关系冲突、工

作繁荣与家庭繁荣，共回收问卷 352 份 . 在剔除了

不合格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322 份，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 80.50%. 在有效样本中，女性占 57.5%，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76.7%，平均年龄为 34.99

岁，已婚已育者占 77.6%.

2.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为得到实证研究支

持的成熟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 .

1） 领导感激表达 . 采用 Ritzenhöfer 等［35］开

发的 5 题项量表，代表性的题项如“我的直接上级

对我表达感谢”，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6.

2） 权力距离 . 采用由 Dorfman 等［36］编制的 6

题项量表，代表性的题项如“领导在做大多数决策

时无需咨询下属意见”，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23.

3） 关系能量 . 采用由 Owens 等［12］开发的 5 题

项量表，代表性的题项如“当我和领导互动时，我

感到精力充沛”.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6.

4） 关系冲突 . 采用由 Jehn［37］开发的团队冲突

量表中测量关系冲突维度的 5 题项量表，代表性

的题项如“团队成员间有很多摩擦”.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0.

5） 员工繁荣 . 采用或改编自 Porath 等［38］开发

的 10 题项量表 . 代表性的题项如“在工作/家庭

中，我发现自己经常学习”.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7.

此外，本研究选取了性别、年龄、工作年限、

子女数量、工作单位性质及受教育程度这 6 项人

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以全面考虑并减少

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确保分析结果

的可靠性 .

3　数据分析结果

3. 1　共同方法偏差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进行了

两个时点的数据收集，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

验法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的

方差解释率为 33.633%，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由

此可见，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3.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 Mplus 8.4 进行了一系列验证性

因子分析（见表 1）. 本研究构建的五因子模型在

各项拟合指标上均达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标

准（χ²/df=2.217，CFI=0.893，TLI=0.886，RMSEA=

0.061，SRMR=0.070），且显著优于其他替代模型 .

因此，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

图1　研究模型

Fig. 1　Stud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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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 2 可知，领导感激表达与员工繁荣显著

正相关（r=0.479，p<0.01）；领导感激表达与关系能

量显著正相关（r=0.310，p<0.01）；领导感激表达与

关系冲突显著负相关（r=−0.277，p<0.01）；关系能

量与员工繁荣显著正相关（r=0.439，p<0.01）；关系

冲突与员工繁荣显著负相关（r=-0.464，p<0.01）.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得到了初步支持 .

3. 4　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助 Mplus 8.4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

行假设检验，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如图 2 所示 . 在

控制了全部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领导感激表

达对员工繁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γ=0.300，标

准误差 SE=0.043，p<0.001），H1 得到验证 .

本研究采用 Mplus 8.4 基于 Bootstrapping 方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 5 000 次重复抽样，结

果表明，领导感激表达→关系能量→员工繁荣的

路径值为 β＝0.060，且 95% 的置信区间为［0.037，

0.094］，说明间接效应显著，H2 得到验证 . 领导感

激表达→关系冲突→员工繁荣的路径值为 β＝

0.062，且 95% 的置信区间为［0.036，0.097］，不包

含 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H3 得到验证 .

为明确权力距离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关

系能量及关系冲突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引入

领导感激表达与权力距离的交互项，结果显示，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模型

五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单因子模型

因子

A,B,C,D,E

A+B,C,D,E

A+B,C+D,E

A+B+C+D,E

A+B+C+D+E

χ²

1 618. 060

2 453. 629

3 196. 181

3 898. 068

4 908. 204

df

730

734

737

739

740

χ²/df

2. 217***

3. 343***

4. 337***

5. 275***

6. 633***

CFI

0. 893

0. 793

0. 704

0. 620

0. 499

TLI

0. 886

0. 780

0. 687

0. 599

0. 472

RMSEA

0. 061

0. 085

0. 102

0. 115

0. 132

SRMR

0. 070

0. 103

0. 101

0. 115

0. 121

注：A表示领导感激表达；B表示权力距离；C表示关系能量；D表示关系冲突；E表示员工繁荣；***代表p<0.001.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1. 性别

2. 年龄

3. 工作
年限

4. 孩子
数量

5. 单位
类型

6. 受教
育程度

7. 领导
感激表达

8. 权力
距离

9. 关系
能量

10. 关系
冲突

11. 员工
繁荣

M

1. 57

34. 99

10. 12

1. 18

3. 29

3. 87

3. 57

3. 52

3. 41

2. 95

3. 17

SD

0. 49

9. 01

8. 76

0. 83

1. 51

0. 89

0. 91

0. 90

0. 95

0. 87

0. 78

1

-0. 015

-0. 013

0. 096

0. 037

0. 083

0. 016

-0. 005

-0. 008

-0. 025

0. 049

2

0. 843**

0. 542**

-0. 085

-0. 239**

0. 028

-0. 032

0. 076

-0. 137*

0. 052

3

0. 498**

-0. 172**

-0. 368**

0. 028

-0. 029

0. 047

-0. 086

0. 061

4

-0. 002

-0. 271**

0. 029

-0. 070

0. 115*

-0. 017

0. 037

5

-0. 158**

-0. 027

0. 047

0. 039

-0. 033

0. 002

6

0. 011

0. 081

0. 062

-0. 068

0. 139*

7

0. 249**

0. 310**

-0. 277**

0. 479**

8

0. 270*

-0. 290**

0. 399**

9

-0. 318**

0. 439**

10

-0. 464**

1

图2　研究模型的路径系数

Fig. 2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research model

  注：M为均值；SD为标准差；*代表P<0.05；**代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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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互项对关系能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γ=

0.537，SE=0.073，p<0.001），对关系冲突具有显著

的 负 向 影 响（γ =-0.669，SE=0.091，p<0.001）. 由

此，H4a，H4b 得到了初步验证 .

将权力距离的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分为高、

低两种水平，结合分析结果绘制调节效应图（见

图 3）. 由图 3a 可知，随着员工权力距离的升高，领

导感激表达对员工关系能量的正向影响随之增

强，表明权力距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4a 再次得

到验证；由图 3b 可知，随着员工权力距离水平的

升高，领导感激表达对关系冲突的负向作用随之

增强，H4b 再次得到验证 .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3 所

示 . 在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关系能量进而对员工繁

荣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当权力距离较高时，领导

感激表达对工作繁荣的间接效应在 95% 水平上

的置信区间为［0.337，1.133］，不包含 0，表明间接

效应显著 . 当权力距离水平较低时，95% 的置信

区间为［0.200，0.675］，关系能量的中介作用仍然

显著 . 高与低权力距离的间接效应差值为 0.293，

差异显著，H5a 得以验证 . 同样如表 3 所示，在领

导感激表达通过关系冲突进而对工作繁荣产生

影响的过程中，当权力距离较高时，领导感激表

达对工作繁荣的间接效应在 95% 水平上的置信

区间为［0.691，1.770］，不包含 0，表明间接效应显

著 . 当权力距离水平较低时，95% 的置信区间为

［0.405，1.035］，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仍然显著 .

高与低权力距离的间接效应差值为 0.507，差异

显著，H5b 得以验证 .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AET，运用 322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

据，探究了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繁荣的影响机

制 . 研究表明：领导感激表达正向影响员工繁荣；

关系能量/关系冲突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权力距离

调节了领导感激表达对关系能量/关系冲突的直

接效应，也调节了通过关系能量/关系冲突对员工

繁荣影响的间接效应 .

4. 1　理论贡献

1） 拓展了领导感激表达的作用效果研究 .

Locklear 等［6］呼吁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深入地探索

领导感激表达的作用效果 . 在以往研究中，感激

普遍被视为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能够增强员工

的自我认同和组织归属感［39］，但研究的落脚点均

只关注工作领域，忽略了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中的

整体表现 . 因此，本研究将领导感激表达的作用

效果进一步拓展到家庭领域，探讨了它对员工繁

荣的影响，回应了相关学者的呼吁 .

图3　调节效应图

Fig. 3　Moderation effect diagram
（a）—关系能量； （b）—关系冲突 .

表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权力距离

高权力距离

低权力距离

间接效应差值

领导感激表达→关系能量→员工繁荣

间接效应

0. 741

0. 443

0. 293

标准误差

0. 240

0. 143

0. 098

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0. 337，1. 133］

［0. 200，0. 675］

［0. 134，0. 462］

领导感激表达→关系冲突→员工繁荣

间接效应

1. 235

0. 728

0. 507

标准误差

0. 337

0. 197

0. 140

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0. 691，1. 770］

［0. 405，1. 035］

［0. 276，0.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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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了不同程度的权力距离对领导感激

表达行为效果的差异化影响 . 以往研究表明，领

导感激表达对下属的影响不仅受到员工个性特

征［40］和组织环境［9］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而且员工

的文化价值观在其中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

然而，当前针对感激表达所产生的影响效应的研

究未能充分探讨文化价值观的调节作用，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领导感激表达作用的

全面理解 . 鉴于此，本研究将权力距离加入研究

范畴，有助于更精确地揭示领导感激表达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作用机制 .

3） 剖析了关系能量与关系冲突在领导感激

表达对员工繁荣影响中的中介机制 . 以往研究揭

示了领导感激表达在信任［35］、感知亲社会影响［40］

等心理类中介因素影响下如何转化为员工的积

极结果，但却忽视了团队关系这一关键维度 . 因

此，本研究围绕关系能量和关系冲突展开探讨，

深入探究了团队关系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

重要影响作用 .

4. 2　实践启示

1） 企业应深刻认识到领导感激表达行为的

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推广 . 一方面，可通

过制定培训课程使领导者学习感激表达的价值

和技巧［19］，如领导力培训、沟通技巧训练等；同

时，鼓励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向员工表达感

激，或将感激表达作为领导者绩效考核的一部

分，以促进上下级之间的积极互动，推动组织的

持续发展和进步 .

2） 企业应充分考虑员工的价值取向，避免

“一刀切”的管理方式 . 注意领导层与员工间特质

的精准契合，特别是将展现高度感激的领导者与

高权力距离的员工相匹配，从而最大化领导感激

表达的正向效能，促进员工工作繁荣 .

3） 企业应构建积极、包容和互相支持的团队

文化，使员工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减少成员之

间的冲突，提升团队的整体协作效率 . 同时，企业

可以举办团队建设活动，增强团队成员间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使团队关系更加稳固，从而促进员

工保持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实现员工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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